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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各城市因中心地位、规模和区位不同，数字资源禀赋和数字生态要素发展具有异质性，对各城市的科技创新产生不同影响。基于此，立足于“政治-经济-社会-科技”（PEST）视角，基于协同演化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以中国226个城市为样本，运用回归和组态研究方法，探索PEST数字生态，即数字政治、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及数字技术驱动城市科技创新的路径。研究表明：PEST数字生态与城市科技创新之间呈正“U”型效应，“U”型拐点数字生态指数为62.12，其中69.03%的样本城市在其左侧，30.97%的样本城市分布在其右侧；总体而言不存在导致城市高科技创新的必要条件，数字生态驱动城市高、非高科技创新的组态路径分别为6条（如数字社会和数字技术驱动型，数字产业化、数字社会和数字基础设施主导型，数字政治、数字社会和数字技术驱动型等）和1条（数字政治、数字社会、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化缺失型）；数字生态驱动城市高科技创新的组态路径具有中心地位、规模和区位异质性。因此，各城市的数字生态建设要切合实际，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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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ath of Digital Ecology Driving Urb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s-Economy-Society-Science and Technology” ( P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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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differences in centrality, scale, and location, Chinese cities exhibit heterogeneity in their endowment of digital resour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system elements, which have varying impacts o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each city. In view of th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s-economy-society-science and technology”(PEST), based on co-evolution theory and resource-based theory, taking 226 cities in China as samples, using regression and configuration research method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ath of PEST digital ecology, including  digital politics,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society and digital technology, to drive urba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U"-shaped effect between PEST digital ecology and urba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U"-shaped turning point for the digital Ecology index is 62.12, with 69.03% of the sample cities positioned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curve and 30.97% on the right side. In general, there is no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urban high-tech innovation. The configuration paths through which the digital ecosystem drives high-tech and non-high-tech innovation in cities include six distinct paths for high-tech innovation (such as digital society and digital technology-driven,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digital society, and digital infrastructure-dominant, and digital politics, digital society, and digital technology-driven) and one path for non-high-tech innovation (characterized by the absence of digital politics, digital society, digital technology, and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The configuration path of digital ecology driving urban high-tech innovation varies in centrality, scale and location. To this e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system in each city should be tailored to its specific circumstances, and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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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国“十四五”规划提出打造字经济新优势，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营造良好数字生态，要求建设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数字中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需要以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到2025年，数字基础设施高效联通，数字技术创新重大突破，数字经济发展质量增强，数字政务智能化明显提升，数字社会成效显著，数字生态建设取得进展；到2035年，数字化发展水平进入世界前列，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领域数字化发展更加协调充分，有力支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城市在数字中国建设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其数字生态发展水平对科技创新产生重要影响。进入新发展阶段，各城市大力推进数字化建设，加快数字政治、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技术等发展，争创优良数字生态，为城市科技创新打下坚实基础。2022年中国有43.2%的城市数字化发展水平处于起步阶段，54.5%处于发展阶段，2.3%处于领先阶段[1]；同时，中国各城市因中心地位、规模和区位不同，数字资源禀赋差异，数字生态要素发展不均衡，对于城市科技创新产生了不同影响。因此，本文从协同演化的动态视角探究不同阶段、不同水平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PEST）数字生态对城市科技创新的驱动效应，并深入研究不同中心地位、规模、区位的城市驱动科技创新具体路径。

1 文献梳理
数字生态是由不同数字主体（如政府、组织、社会和个人等）通过数字或信息技术进行连接与互动，形成围绕数据、信息流动与相互作用的社会经济系统，是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必由之路[2]。北京大学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3]在《2023数字生态指数》中指出，可以从“数字基础-数字能力-数字应用”视角构建数字生态理论框架和指标体系，其中数字基础包含基础设施、数据资源与政策环境；数字能力包括数字人才、技术创新和数字安全；数字应用包括数字政府、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在新发展阶段，良好的数字生态有利于激发数字创新活力和要素潜能[4]。
城市科技创新是指城市中各类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及相关主体，在社会生产和科技研发过程中创造出新知识和新技术[5]，包括创新投入能力、创新产出能力、基础创新支撑与创新环境支撑等[6]。中国各地区科技创新水平差异显著，其中中国东部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7]。李军林等[8]、金环等[9]研究发现，影响城市科技创新的因素很多，如财政科技投入、人才引进、信息化建设和营造整体创新环境这4类创新政策均能够有效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同时数字经济发展也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
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企业、政府、高校及科研机构、数字创新基础设施、数字人才和金融服务是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关键构成，其要素组态有助于提高区域创新绩效，体现为政府引导的智力聚集型、企业开拓的环境支撑型、主体多元的综合发展型和企业主导的资本驱动型[10]。综上所述，数字生态及其要素组态已成为影响城市科技创新的重要因素。
2 机制阐释与模型构建
随着数字技术渗透广度和深度的不断增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在数字化发展中快速演变[11]。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等之间密切关联、相互影响，从整体上构成了更为宏观的数字生态[2]。PEST数字生态是指由数字政治、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技术构成的宏观数字生态，驱动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变革，对城市科技创新产生深刻影响。依据《城市数字化发展指数（2023）》《2023数字生态指数》等研究成果，以及《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等政策文件精神，本文对PEST数字生态要素内涵进行界定。一般来说，政治包括两层含义，“政”即政府、政党；“治”即治理，数字政治主要体现为政府的数字治理，即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是数字时代政府治理的必然要求和趋势。数字治理能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和服务水平，表现为城市政务信息化和数字服务效能，具体如数字党建治理、经济治理、法制建设、市政管理、生态治理、公共安全以及互联网政务服务、数字辅助决策和突发公共事件应对等。数字经济是城市高质量发展和竞争力提升的新引擎，体现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前者包括新兴数字产业、大数据服务业和新经济新业态，后者包括“上云用数赋智”以及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数字化。数字社会体现为数字公共服务普惠化、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建设、数字生活智能化。数字技术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创新，前者涉及信息基础设施、平台基础设施和运营基础设施；后者则包括关键领域创新、前沿技术布局和创新联合生态。
PEST数字生态如何驱动城市科技创新？一方面，基于协同演化论，PEST数字生态和城市科技创新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协同共进、相互影响的关系[12]。在初期阶段，数字生态水平较低，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数字化服务和产品的使用成本较高，涉及的创新业务相对较少[13]；当数字生态处于发展期或成熟期时，数字政治、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技术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将有可能为城市的科技创新带来积极影响。因此，从纵向、动态视角探究不同阶段、不同水平下数字生态与城市科技创新的协同演化效应，明确二者关系，对于科学管理数字生态发展以促进城市科技创新来说至关重要；另一方面，立足资源基础观，因各城市数字资源禀赋不同，数字政治、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技术发展存在差异，数字基础设施、数据资源开放、数字人才创新、网络信息安全等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2]，导致城市科技创新差距较大；同时，从技术创新理论看，创新是一种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能够实现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可见，将城市科技创新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从横向、静态视角探究不同数字生态要素的科学配置和创新组合，有利于为激发不同数字资源禀赋背景下的城市创新活力提供理论支持。
基于上述分析，构建PEST数字生态驱动城市科技创新路径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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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PEST视域下数字生态驱动城市科技创新路径模型
3 研究方法与设计
3.1 研究方法
首先，运用回归研究方法，立足纵向、动态视角研究不同阶段、不同水平PEST数字生态对城市科技创新的驱动效应，从整体层面探究二者的协同互动及演化趋势。其次，运用组态研究即模糊集定性比较方法，立足横向、静态视角探索数字生态资源差异下驱动城市科技创新的要素组合路径，从结构层面探索城市科技创新的数字生态函数范畴。
3.2 研究数据
前因变量即城市PEST数字生态由数字政治、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技术构成，研究数据来源于《城市数字化发展指数（2023）》，该报告评估了中国257个城市数字化发展指数，包括城市数字化发展水平，以及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创新、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指数[1]；结果变量城市科技创新的有关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报告（2022）》，其对中国288个地级以上城市科技创新水平进行评估，归纳出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指数，展示了城市科技创新态势和特征，具有较强的影响力[14]。通过对上述两个数据库的匹配，将同时具备数字政治、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技术和科技创新指数的城市进行严格筛选，去除无效案例，最终形成包括安康市、安庆市、安阳市等在内的226个有效城市研究案例（以下简称“样本”）。
3.3 研究设计
3.3.1 回归设计
（1）变量设计。首先，在PEST数字生态要素中，鉴于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对城市科技创新的重要影响，将其指标进一步细化，即数字技术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创新，数字经济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最终构建由数字政治（P）、数字产业化（e1）、产业数字化（e2）、数字社会（S）、数字基础设施（t1）和数字技术创新（t2）组成的PEST数字生态。结合226个城市数字化发展指数，通过熵值法确定上述6个变量各自权重，计算出各城市PEST数字生态指数。其次，城市科技创新变量参考《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报告（2022）》进行设计，包括创新资源、创新环境、创新服务和创新绩效维度，其指数大小在0至1之间，数值越大代表城市科技创新水平越高。
（2）研究假设。协同演化理论在社会经济研究领域中应用较广，适用于组织与社会环境、技术与制度等协同演化分析，已成为系统演化理论研究热点，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在城市系统中，数字生态的建设可划分为起步、发展和领先等阶段，不同阶段、不同水平的数字生态对城市科技创新的影响不同。首先，在城市数字生态创建初期，数字创新成本开始投入，数字生态处于雏形阶段，数字基础较弱，数字技术创新乏力；数字产业化根基不牢，产业数字化处于尝试阶段；数字政务信息化与数字服务效能低；数字公共服务、智慧城市与数字生活等刚刚起步。如前所述，数字化发展水平较低和新型基础设施不完善时，数字化服务和产品的使用成本较高，创新业务相对较少[13]；数字化建设需注意协调在不同数字化方向上资源投入不足问题[15]；数字化发展使得线性创新模式被推翻，呈现出非线性特征[16]。数字化是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变革、创新的过程，初期数字创新成本的投入无法快速形成良好的数字生态环境，不利于甚至制约城市科技创新效率的提升，更难达成Christensen等[17]提到的“效率型创新”。其次，当城市数字生态处于发展或成熟阶段时，形成了较好的数字创新条件和资源，发达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使得创新主体更好地进行沟通、实现知识共享（如Henfridsson等[18]的研究），推动城市创新质量同步提升（如孙倩倩等[19]的研究），在长江经济带城市中更显著（如于志慧等[20]的研究），数字化平台建设水平反映出数字化创新载体发展程度，提升了城市创新绩效（如周青等[15]的研究）。数字技术显著提升了城市创新能力，且数字技术对城市创新能力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21]。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创新能力，创新环境在二者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22]。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更为显著[23]；城市行政等级越高，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力的赋能效应越强[24]。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能力具有正向和负向双重影响，其中促进效应占73.48%，抑制效应仅占26.52%，正向影响远远超过负向影响[25]。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其创新效应发挥不存在滞后性[26]；智慧城市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因城市所处地理区位和城市行政等级不同而存在差异，中国东部地区和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以及较大城市的促进作用更显著[27]。可见，随着数字生态的健全与完善，数字创新资源逐渐丰富，对城市科技创新的影响将不断增强。综上分析，结合Lewin等[28]提出并被广泛认可的协同演化具有非线性特征的观点，提出如下假设：
H1：数字生态与城市科技创新之间呈正“U”型关系。
3.3.2 组态设计
（1）变量设计。中国各城市数字生态资源禀赋不同，依据资源基础理论，数字生态资源异质性将导致城市科技创新绩效差异【补标著录持有此观点的文献】。组态分析旨在探究城市数字生态资源禀赋差异下驱动城市科技创新的不同数字生态要素资源的差异化、特色化组合，为实现特定情境下的城市科技创新提供重要参考。组态分析变量设计与回归一致，PEST数字生态由数字政治、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社会、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创新、科技创新等6个维度构成，而《城市数字化发展指数（2022）》统计的数字生态指数介于[1,100]之间，《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报告（2022）》统计的城市科技创新指数介于[0,1]之间，因此在统计分析过程中，本文对上述数据进行了无量纲的标准化处理。

（2）变量校准。对于前因和结果变量，运用直接校准法分别设置样本的95%、50%、5%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完全不隶属校准锚点。当校准后模糊集隶属度值为0.500时，参照已有研究将其调整为0.501。全样本描述性统计和校准锚点结果见表1。
表1 全样本描述性统计及校准锚点结果
	变量
	描述性统计
	校准锚点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数字政治
	52.430
	13.948
	34.620
	94.180
	82.600
	49.000
	36.600

	数字产业化
	55.991
	16.244
	32.000
	100.000
	87.000
	50.000
	38.000

	产业数字化
	65.602
	9.7689
	51.000
	96.000
	85.000
	63.000
	55.000

	数字社会
	52.209
	14.744
	27.200
	93.700
	74.700
	51.300
	31.400

	数字基础设施
	57.855
	13.302
	36.000
	97.600
	81.800
	55.800
	40.900

	数字技术创新
	59.518
	14.605
	34.000
	97.000
	85.500
	58.000
	38.000

	城市科技创新
	0.157
	0.086
	0.078
	0.731
	0.305
	0.130
	0.089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回归结果分析
首先，在文献综述基础上，选取了对数字生态与城市科技创新二者关系影响较大的城市中心地位、人口规模和所属区位作为控制变量。之后开展PEST数字生态与城市科技创新相关分析发现，二者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793，显著性P值小于0.001，R2为0.629。在多重共线性检验方面，各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IF值为1.414至2.512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其次，运用SPSS 21软件开展PEST数字生态与城市科技创新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模型1、模型3分别是未加入控制变量下PEST数字生态、PEST数字生态和PEST数字生态平方与城市科技创新的回归结果；模型2为加入控制变量后PEST数字生态与城市科技创新的回归结果；模型4、模型5和模型6分别是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PEST数字生态、PEST数字生态平方与城市科技创新的回归结果，并得到最终的回归模型（模型6）【赘述】。                    
 Ｙ＝-013-2.653Ｘ＋3.373Ｘ２                                         （1）
式（1）中：【1.补充式（1）所有变量的含义；2.补充式（1）是根据什么构建的？3.统一小数位数】
表2显示，在仅加入PEST数字生态的情况下，其对城市科技创新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在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后，PEST数字生态对城市科技创新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而PEST数字生态平方项系数显著为正，验证了PEST数字生态与城市科技创新之间存在正“U”型曲线关系，研究假设成立【假设几成立？】；同时，模型解释效力方面，模型1至模型6的R2数值逐渐增加，其中模型6的R2值明显大于模型2中的R2值，说明曲线模型比线性模型更具有解释效力。根据“U”型曲线拐点通用计算公式（X=-b/2c【此处的X与式（1）中的X的含义是否相同？同一个符号不能同时代表两个及以上的含义，请修改。建议此处给出公式文献来源】，其中b为一次项系数，c为二次项系数），计算出“U”型曲线拐点数字生态标准化值为0.393，实际数字生态指数为62.121，大于样本指数平均值57.031，且位于样本取值范围内。拐点左侧有156个城市案例，占比为69.03%，位于“U”型曲线的左半支，数字生态与城市科技创新呈单调负相关，制约了城市科技创新；拐点右侧有70个城市案例，占比为30.97%，位于“U”型曲线的右半支，数字生态与城市科技创新呈单调正相关，促进了城市科技创新。该结果呼应了Dul等[29]的研究，即在数字生态建设初期，只有少数数字化水平较高、前期投入较大的企业能快速实现产品转型与创新，大多数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由于数字化人才短缺、数字基础薄弱等因素，数字化进程明显落后，无法享受数字红利；而中小企业正是城市创新发展的关键主体，故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城市的科技创新水平。由此可见，PEST数字生态对城市科技创新具有双重影响，加快数字生态建设，突破“U”型拐点，科学促进城市科技创新迫在眉睫。
表2 回归结果
	变量
	城市科技创新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仅加入PEST数字生态
	加入PEST数字生态和控制变量
	同时加入PEST数字生态平方
	加入中心地位、PEST数字生态和PEST数字生态平方
	加入中心地位、人口规模、PEST数字生态和PEST数字生态平方
	加入中心地位、人口规模、所属区位、PEST数字生态和PEST数字生态平方

	中心地位
	
	0.213***
	
	0.078*
	0.080*
	0.122***

	人口规模
	
	−0.167***
	
	
	−0.016
	−0.026

	所属区位
	
	0.095*
	
	
	
	0.109**

	PEST数字生态
	0.793***
	0.739***
	−2.654***
	−2.604***
	−2.566***
	−2.653***

	PEST数字生态平方
	
	
	3.473***
	3.379***
	3.350***
	3.373***

	R2
	0.629
	0.669
	0.807
	0.811
	0.812
	0.820

	F
	379.453***
	111.631***
	467.236***
	318.337***
	237.908***
	200.331***


注：***、**、*分别表示在0.001、0.01、0.05水平上显著相关。下同。
4.2 组态结果分析
4.2.1 全样本结果分析
（1）必要条件检验。必要条件检验是判断数据中必要不充分条件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明确导致城市高、非高科技创新的必要条件。根据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规则，当某个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大于等于0.9时，可以认为该条件变量为结果的必要条件。结果显示（见表3），6个数字生态要素都不是驱动城市高科技创新的必要条件，而数字政治、数字基础设施缺失则是城市非高科技创新的必要条件。 
表3 前因条件必要性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城市高科技创新
	城市非高科技创新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数字政治
	0.707 5
	0.941 7
	0.559 4
	0.470 7

	~数字政治
	0.602 3
	0.683 8
	0.930 7
	0.668 0

	数字产业化
	0.726 6
	0.911 1
	0.570 0
	0.451 9

	~数字产业化
	0.562 9
	0.674 3
	0.887 9
	0.672 5

	产业数字化
	0.689 6
	0.908 0
	0.578 4
	0.481 5

	~产业数字化
	0.606 3
	0.694 6
	0.889 5
	0.644 3

	数字社会
	0.730 6
	0.908 6
	0.574 8
	0.452 0

	~数字社会
	0.559 3
	0.675 4
	0.883 7
	0.674 7

	数字基础设施
	0.712 4
	0.920 6
	0.553 9
	0.452 5

	~数字基础设施
	0.576 3
	0.671 4
	0.902 8
	0.665 0

	数字技术创新
	0.739 5
	0.916 5
	0.590 2
	0.462 4

	~数字技术创新
	0.566 3
	0.686 1
	0.893 4
	0.684 3


注：~代表非。
（2） 组态路径分析。参照已有研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QCA）进行组态路径分析。运用fsQCA3.0软件，将案例频数阈值设定为1.0，原始一致性阈值设定为 0.8，城市高科技创新组态路径PRI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7，因城市非高科技创新组态路径PRI一致性阈值小于0.7，故将其设置为0.6。本文将在简约解和中间解中同时出现的条件界定为核心条件，得到全样本PEST数字生态驱动城市科技创新组态路径如表4所示。
【表4中，一旦将字体统一设定为6号字，所有符号的大小一致，看不出区别。请修改成在6号字下所有符号有大小的区别。若实在无法修改，建议使用不同的符号代表各种条件】

表4 全样本PEST数字生态驱动城市科技创新组态路径
	前因条件
	城市高科技创新
	非城市高科技创新

	
	H1
	H2
	H3
	H4
	H5
	H6
	L1

	数字政治
	
	
	●
	●
	●
	○
	○

	数字产业化
	
	●
	
	●
	●
	○
	○

	产业数字化
	○
	
	
	
	●
	●
	●

	数字社会
	●
	●
	●
	●
	●
	○
	○

	数字基础设施
	●
	●
	●
	●
	
	●
	○

	数字技术创新
	●
	●
	●
	
	●
	●
	○

	一致性
	0.974
	0.966
	 0.971
	0.975
	0.970
	0.978
	0.964

	原始覆盖度
	0.307
	0.590
	0.604
	0.587
	0.568
	0.211
	0.432

	唯一覆盖度
	0.004
	0.006
	0.004
	0.009
	0.0397
	0.006
	0.432

	总体一致性
	0.951
	0.964

	总体覆盖度
	0.679
	0.432


注：●代表核心条件存在，○代表核心条件缺失，●代表边缘条件存在，○代表边缘条件缺失【请保证在6号字设定下各符号的大小不一致】，空白代表条件既可存在也可不存在。下同。
组态H1：数字社会、数字技术驱动型，解释了30.7%的研究案例，典型案例包括银川、西宁、汕头、中山、海口和秦皇岛等12个城市，它们在数字社会、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创新指数平均值分别为57、63和65【确认是否带单位，下同】，超过样本指数平均值，处于发展阶段，数字社会、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创新3个边缘条件的组合推动了城市高科技创新。
组态H2：数字产业化、数字社会和数字基础设施主导型，解释了59.0%的研究案例，典型案例包括北京、上海、深圳、杭州、苏州、广州和天津等20个城市，其中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的数字产业化指数为100，为国内仅有的4个满分城市，前三者数字社会指数均为93，数字技术创新指数均在97以上，加上优质数字设施辅助，形成良好数字生态，推动城市科技创新。
组态H3：数字政治、数字社会和数字技术驱动型，解释了60.4%的研究案例，包括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南京、重庆以及宁波、无锡、济南、武汉、厦门和合肥等19个城市，其中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部分城市也存在H2组态路径，说明这些城市可通过多种数字生态要素组合方式驱动城市科技创新。除部分超一线城市外，其他城市数字社会、数字政务和数字技术指数均在71至86之间，处于发展阶段，创新指数也处于0.2至0.3的较高水平区间。
组态H4：数字产业化、数字社会和数字基础设施主导型，解释了58.7%的研究案例，典型代表除了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成都、苏州和广州外，还包括福州、郑州、厦门、无锡和南通等20个城市。其中，杭州入选国务院首批全国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和推进产业数字化成效明显城市，成都是国家首批智慧城市试点示范城市，武汉入选国家新型数据中心名单，苏州列入工业互联网试点城市名单，这些城市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和数字社会发展较好，协同促进城市科技创新。
组态H5：数字政治、产业数字化、数字社会和数字技术创新主导型，解释了56.8%的研究案例。上海、深圳、北京等数字生态要素发展较好，促进城市科技创新组态路径涵括了H5，此外苏州、宁波、长沙、成都、青岛和佛山等20个城市也是路径H5的典型案例。上述城市政务信息化程度高、数字服务效能较好、数字社会氛围较强、数字技术创新显著、数字经济发展较快，因而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9]。其中，苏州获批全国首批智能交通先导应用和智慧社区试点；宁波开启首个未来社区智慧服务平台；长沙“政务一朵云”获评“2023数字政府创新成果与实践案例”。可见，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是影响城市科技创新的关键要素。
组态H6：数字技术主导型，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创新，解释了21.1%的研究案例，包括株洲、三明和宜宾3个城市，这说明当城市数字政务、数字产业化和数字社会水平较低时，如果能够结合自身实际，加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仍然能够促进城市科技创新。
组态L1：数字政治、数字社会、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化缺失型，一致性为0.964，解释了43.2%的研究案例，典型案例包括驻马店、达州、毕节、黄冈、聊城、荆州和渭南7个城市。上述城市产业数字化指数均值为65，处于发展阶段，但其他数字生态要素水平较低，指数介于39和48之间，处于起步阶段，制约了城市科技创新。
为验证上述组态的稳健性，采用反因果检测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该方法是QCA最常用和传统的稳健性检验方法，如果正向与反向因果组态完全不同，说明组态结果是稳健的[30]。表3显示，高、非高创新绩效前因组态数量及要件构成完全不一样，验证了组态分析的稳健性。二是借鉴杜运周等[31]、孙国强等[32]的组态稳健性检验方法，将一致性阈值由原来的0.8提高至0.9发现，调整后组态路径与之前完全一致，表明通过稳健性检验。
4.2.2 异质性分析
（1）中心地位异质性。中心地位异质性是从省会与非省会城市视角进行研究。省会是一个省级行政区划的政治、行政、经济、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中心城市，省会城市一般数字生态水平较高、数字生态要素发展较好，驱动城市高科技创新的组态路径更加丰富。将样本分成中心城市（包括31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以及非中心城市（195个），2022年这两类城市的数字生态指数均值分别为73和53，科技创新指数均值分别为0.277和0.138，在此基础上分析PEST数字生态驱动城市高科技创新组态路径的中心地位异质性，结果如表5所示。

【表5中，一旦将字体统一设定为6号字，所有符号的大小一致，看不出区别。请修改成在6号字下所有符号有大小的区别。若实在无法修改，建议使用不同的符号代表各种条件】

表5 基于中心地位异质性的PEST数字生态驱动城市高科技创新组态路径
	前因条件
	中心城市
	非中心城市

	
	C1
	C2
	C3
	NC1

	数字政治
	●
	●
	●
	●

	数字产业化
	●
	
	●
	●

	产业数字化
	●
	●
	●
	●

	数字社会
	●
	●
	●
	●

	数字基础设施
	
	●
	●
	●

	数字技术创新
	●
	●
	
	●

	一致性
	0.965
	0.948
	0.949
	0.875

	原始覆盖度
	0.615
	0.611
	0.608
	0.588

	唯一覆盖度
	0.048
	0.044
	0.041
	0.588

	总体一致性
	0.938
	0.875

	总体覆盖度
	0.700
	0.588


中心城市存在3条PEST数字生态驱动中心城市高科技创新组态路径，总体一致性为0.938，总体覆盖度为0.700。组态C1：数字政治、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技术创新驱动型，解释了61.5%的研究案例，典型案例包括北京、上海、成都、杭州、南京、长沙和广州等11个城市。组态C2：数字政治和数字技术创新主导型，解释了61.1%的研究案例，包括北京、上海、成都、杭州、南京、广州、重庆、天津、济南和武汉10个城市，其中北京、上海、成都、杭州、南京等城市同时具备C1组态路径。组态C3：数字政治、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基础设施驱动型，解释了60.8%的研究案例，包括北京、上海、成都、杭州、广州、南京、重庆、福州、天津和济南10个城市，其中北京、上海、广州等部分城市具备C2组态路径。统计发现，在3个组态路径中，北京、上海、成都、杭州、南京、广州、重庆、天津和济南的数字政治、数字社会和产业数字化发展情况较好，这3个核心条件成为驱动城市科技创新的关键组态要素。
非中心城市存在1条PEST数字生态驱动城市高科技创新的组态路径NC1，即数字生态全要素驱动型，一致性为0.875，解释了58.8%的研究案例，典型案例包括深圳、苏州、宁波、无锡、南通、东莞、珠海、青岛和连云港等20个城市。与多数中心城市相比，这些非中心城市数字生态建设整体水平有待提升，数字生态要素发展存在一定差距，需将全部要素作为核心条件来协同驱动城市科技创新。
综上所述，第一，中心城市数字生态驱动城市科技创新路径的数量是非中心城市的3倍，体现出中心城市数字生态具有较强的驱动效应；第二，数字政治是驱动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高科技创新的核心条件，这与中国大部分城市注重政务信息化、服务数字化及“互联网+政务”等建设密切相关[26]；第三，数字社会、产业数字化是驱动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高科技创新的必要条件。
（3） 规模异质性。依据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2020）》关于中国城市规模与级别划分标准，本文将样本城市划分为超大城市（7个）、特大城市（14个）、I型大城市（14个）、Ⅱ型大城市（67个）、中等城市（93个）和小城市（31个），分组研究发现不同人口规模城市数字生态驱动高科技创新的组态路径存在异质性（见表6）。
【表6中，一旦将字体统一设定为6号字，所有符号的大小一致，看不出区别。请修改成在6号字下所有符号有大小的区别。若实在无法修改，建议使用不同的符号代表各种条件】

表6 基于规模异质性的PEST数字生态驱动城市高科技创新的组态路径
	前因条件
	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
	I型大城市
	Ⅱ型
大城市
	中等城市
	小城市

	
	H1
	E1
	E2
	I1
	Ⅱ1
	M1
	M2
	M3
	M4
	M5
	S1

	数字政治
	
	●
	●
	●
	●
	●
	○
	●
	○
	○
	●

	数字产业化
	●
	●
	
	●
	●
	
	●
	
	○
	○
	●

	产业数字化
	●
	●
	●
	●
	●
	
	●
	○
	○
	○
	

	数字社会
	●
	●
	●
	●
	●
	●
	●
	●
	●
	○
	●

	数字基础设施
	●
	
	●
	
	●
	●
	●
	
	●
	○
	

	数字技术创新
	●
	●
	●
	●
	●
	●
	
	●
	○
	●
	●

	一致性
	0.995
	0.997
	0.997
	0.970
	0.866
	0.840
	0.870 
	0.843
	0.872
	0.887
	0.873

	原始覆盖度
	0.666
	0.578
	0.576
	0.465
	0.554
	0.515
	0.218
	0.320
	0.204
	0.240
	0.705

	唯一覆盖度
	0.668
	0.078
	0.075
	0.465
	0.554
	0.208
	0.005
	0.015
	0.010
	0.034
	0.705

	总体一致性
	0.995
	0.998
	0.970
	0.866
	0.814
	0.873

	总体覆盖度
	0.666
	0.653
	0.465
	0.554
	0.627
	0.705


超大城市存在1条PEST数字生态驱动城市高科技创新路径：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技术驱动型，一致性为0.995，解释了66.6%的研究案例，典型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和深圳。
特大城市存在2条PEST数字生态驱动城市高科技创新路径，总体一致性为0.998，总体覆盖度为0.653。其中，组态E1为数字政治、产业数字化、数字社会和数字技术创新主导，数字产业化辅助型，解释了57.8%的研究案例，典型城市包括杭州、南京和长沙；组态E2为数字政治、产业数字化、数字社会和数字技术创新主导，数字基础设施辅助型，解释了57.6%的研究案例，典型城市包括杭州、南京、济南和武汉。在上述2条路径中，数字政治、数字社会、产业数字化和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条件，数字产业化和数字基础设施2个边缘条件具有替代性。
I型大城市存在1条PEST数字生态驱动城市高科技创新路径，即产业数字化和数字技术创新主导型，该组态一致性为0.970，解释了46.5%的研究案例，典型城市包括苏州、合肥、无锡和宁波。苏州创建大数据集团产业数字化创新中心，携手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合肥获批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荣获2023年全球数字化转型优秀案例奖；无锡围绕产业数字化实施“智改数转网联”三大行动，推动本地特色产业、头部企业数字化进程；宁波以“产业大脑+未来工厂”为核心，加速推动数字经济系统变革，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Ⅱ型大城市存在1条PEST数字生态驱动城市高科技创新路径，即数字生态全要素驱动型，该组态一致性为0.866，解释了55.4%的研究案例，典型案例包括南通、绍兴和淄博等16个城市。南通被评选为“中欧绿色智慧城市”和“国家智慧城市”，成为“三网融合”试点城市和“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统筹推进数字经济、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发展；淄博持续推进数字强市建设，强化数字政府效能，加快数字社会构建，夯实数字基础设施；绍兴推进“互联网+政务”融合，主动拥抱数字技术，实现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双轮驱动。可见，数字生态的全面发展为Ⅱ型大城市科技创新打下良好基础。
中等城市存在5条PEST数字生态驱动城市高科技创新路径，总体一致性为0.814，总体覆盖度为0.627。其中，组态M1为数字社会和数字基础设施主导、数字政治和数字技术创新辅助型，解释了51.5%的研究案例，典型案例包括嘉兴、金华、镇江和泰州等20个城市。嘉兴是全国新型智慧城市标杆市和“宽带中国”示范城市；金华和阿里云启动“数智惠企：中国·金华”行动；镇江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阿里云、微软积极合作，打造数字惠民智慧生活；泰州加快数字社会发展，构建“幸福泰州”“数字泰州”，为城市创新注入动能。组态M2为数字社会和数字基础设施主导、数字经济辅助型，解释了21.8%的研究案例，典型城市包括茂名和曲靖。茂名创建智慧城市数据运营中心，通过“茂名e生活”开展交通、医疗、社保、教育、文旅等“一站式”服务；曲靖集中力量强化5G、数据中心和工业互联网建设。组态M3为数字技术创新主导、数字社会和数字政治辅助性型，解释了32%的研究案例，典型案例包括铜陵、玉溪、揭阳、湘潭和日照等10个城市。铜陵以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加强政策资金支持；玉溪开发信息技术产业提升工程，推动政务“一朵云”体系建设；湘潭打造国际领先算法创新中心，政务审批实现“一网通办”“秒批秒办”；揭阳推动5G技术融入百业，竭诚服务大众；日照开展大数据创新应用突破行动，打造62项典型应用场景，使得数字技术成为城市科技创新的关键因素。组态M4为数字社会和数字基础设施驱动型，解释了20.4%的研究案例，典型城市为承德，其有“京北数谷”之称，着力打造强基、兴业、善政、惠民的数字承德。组态M5为数字技术创新驱动型，解释了24%的研究案例，典型城市为晋中，其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方面展开了信息技术应用场景联合创新。此外，M1组态中数字政治、数字技术创新与M2组态中数字经济具有替代性；M1、M2和M4组态都包含数字社会和数字基础设施，M3和M5组态均包含数字技术创新；M1～M4组态中均包含数字社会。
小城市存在1条PEST数字生态驱动城市高科技创新路径，即数字政治、数字产业化、数字社会和数字技术创新驱动型。该组态一致性为0.873，解释了70.5%的研究案例，典型案例包括南平、三明、滁州、吉安、池州和黄山等13个城市。南平围绕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三明加快建设新时代“数字三明”，实现数字政府现代化、数字经济创新化、数字社会智慧化、数据应用高效化；滁州积极打造数字化城市运营赋能平台，为该市科技创新提供支撑；吉安做优做强数字经济“一号发展工程”，开展“千兆城市”试点建设；池州“数字城管”提升数字化城市管理品质；黄山推进数字产业化，开展“数字景区”建设，加快城市创新进程。
（4） 区位异质性。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发布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等经济政策文件，将样本城市所在地区划分为中国东北（12个）、东部（77个）、中部（75个）和西部（62个）。2022年各区位城市数字生态指数分别为53.3、63.6、50.6和50.5，科技创新指数分别为0.149、0.202、0.136和0.130。不同区位城市数字生态驱动高科技创新组态路径具有异质性（见表7）。

【表7中，一旦将字体统一设定为6号字，所有符号的大小一致，看不出区别。请修改成在6号字下所有符号有大小的区别。若实在无法修改，建议使用不同的符号代表各种条件】

表7 基于区位异质性的PEST数字生态驱动城市高科技创新的组态路径
	前因条件
	东北城市
	东部城市
	中部城市
	西部城市

	
	NE1
	E1
	E2
	C1
	W1

	数字政治
	●
	○
	●
	●
	●

	数字产业化
	
	○
	●
	●
	●

	产业数字化
	●
	●
	●
	●
	

	数字社会
	●
	○
	●
	●
	●

	数字基础设施
	●
	●
	●
	●
	●

	数字技术创新
	●
	○
	●
	●
	●

	一致性
	0.900
	0.842
	0.941
	0.859
	0.906

	原始覆盖度
	0.691
	0.322
	0.653
	0.540
	0.677

	唯一覆盖度
	0.691
	0.063
	0.393
	0.540
	0.677

	总体一致性
	0.900
	0.904
	0.859
	0.906

	总体覆盖度
	0.691
	0.715
	0.540
	0.677


东北城市存在1条PEST数字生态驱动城市高科技创新路径：数字政治、产业数字化、数字社会和数字技术驱动型，总体一致性为0.900，解释了69.1%的研究案例，典型城市包括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和大庆。沈阳打造“东北数字第一城”和“全国数字名城”；哈尔滨、长春均入选了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前者争渡数字经济“蓝海”，后者打造人工智能算力和产业创新高地；大庆的华为政务云中心有效承载政务服务，实现5G网络市区和重点乡镇全覆盖；大连“政务数据管理服务项目”荣获“智慧城市特别奖——数字政务领军者”奖项，推动企业“上云用云”，建设产业数字化示范工程，提升城市科技创新水平。
东部城市存在2条PEST数字生态驱动城市高科技创新路径，总体一致性为0.904，总体覆盖度为0.715。其中，E1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基础设施驱动型，解释了32.2%的研究案例，典型城市包括盐城和唐山；E2为数字生态全要素驱动型，解释了65.3%的研究案例，典型案例包括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南京、苏州、广州和珠海等20个城市。北京争创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率先建设数据原生城市基础设施；上海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AI）和区块链等建设国际数字新经济高地；深圳打造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苏州聚焦智能制造，推动制造业创新发展。
中部城市存在一条PEST数字生态驱动城市高科技创新组态路径：数字生态全要素驱动型，一致性为0.859，解释了54%的研究案例，典型案例包括长沙、武汉、郑州、南昌、洛阳、宜昌和太原等20个城市，上述城市的数字生态建设综合成效较高，推动了城市科技创新。
西部城市存在一条PEST数字生态驱动城市高科技创新组态路径：数字产业化和数字技术主导型，一致性为0.906，解释了67.7%的研究案例，典型案例包括成都、重庆、贵阳、乌鲁木齐、南宁、昆明、银川、西安和拉萨等20个城市。
从区位上看，东部城市良好的数字生态有利于城市科技创新驱动路径的丰富化和多元化；东部城市的E2组态和中部城市的C1组态完全一致，体现出部分城市的相近性特征。另外，数字基础设施存在于所有组态中，是驱动各区位城市科技创新的必要条件。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从协同演化视角看，PEST数字生态与城市科技创新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存在双重影响。“U”型拐点数字生态指数标准化值为0.393，相对应数字生态指数为62.121，大于样本指数平均值57.031；拐点左侧有156个样本城市，占比为69.03%，其数字生态制约了城市的科技创新；拐点右侧有70个城市案例，占比为30.97%，其数字生态促进了城市的科技创新。当前，中国97.7%的城市数字生态建设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PEST数字生态水平较低，总体上对中国城市创新的正向影响小于负向影响，需引起高度关注。
从数字资源禀赋差异看，驱动城市科技创新的PEST数字生态要素组合具有多元性和差异性。全样本方面，PEST数字生态驱动城市高、非高科技创新组态路径分别为6条和1条，数字社会、数字技术是大多数城市高科技创新的必备条件。异质性方面，一是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数字生态驱动高科技创新的组态路径分别为3条和1条，而数字政治、产业数字化和数字社会是两类城市高科技创新的必要条件；二是超大、特大、I型、Ⅱ型大城市和中等、小型城市数字生态驱动高科技创新组态路径分别为1条、2条、1条、1条、5条和1条，产业数字化、数字社会和数字技术创新是大城市高科技创新必要条件，数字社会是大多数中等城市高科技创新必备条件；三是中国东北、东部、中部和西部城市数字生态驱动高科技创新组态路径分别为1条、2条、1条和1条，数字基础设施是各区位城市高科技创新必要条件。异质性研究为不同中心地位、规模、区位城市在掌握总体组态驱动效应基础上，立足自身数字生态实际情况，开展数字要素优化组合以驱动科技创新提供参考。
5.2 政策建议
第一，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各城市在《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引下，应充分把握数字文明新机遇，创建优良数字生态，提升数字政治、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技术发展水平，深刻认知、科学管理数字生态驱动城市科技创新的路径效应，对PEST数字生态驱动城市科技创新路径的管理遵循辩证和有机统一原则，实现纵向与横向驱动、动态与静态驱动、整体协同发展与结构要素优化相结合，全面推进城市科技创新。
第二，从纵向、动态视角把握PEST数字生态与城市科技创新的协同演化关系，加快数字政治、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技术发展，突破“U”型曲线拐点，建设高水平PEST数字生态。如重点深化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突破网信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统筹推进城市通信网络、算力、融合与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激发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活力，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加强智慧城市和数字生活建设，优化数字政务管理，提升数字服务效能，驱动城市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要加强处于起步阶段或发展初期的城市数字生态建设，尽快突破“U”型拐点，向发展中后期阶段过渡，减少低水平数字生态对城市科技创新的制约；二是推进处于发展中后期的城市数字生态建设，使其跃升至领先阶段，更好地发挥优质数字生态的驱动效应。
第三，从横向、静态视角开展PEST数字生态要素资源的优化组合或创新组合，构建驱动城市高科技创新的多元路径和特色模式。各城市数字资源禀赋差异决定了数字生态建设要切合实际，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驱动城市科技创新的数字生态路径可以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创新、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政治和数字社会中某个或者某些要素的优化组合或特色模式。一方面，关注全样本下PEST数字生态驱动城市高、非高科技创新的组态路径，加强高科技创新下的数字生态模式建设，避免非高科技创新下单独产业数字化模式出现；另一方面，各城市立足PEST数字生态及要素发展现状，选择与自身相近、类似的范例，借鉴其数字生态发展模式，优化、创新数字资源组合，构建差异化、特色化数字生态发展战略，科学促进城市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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